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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与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等，在那个时期与诸多重大

事态一起，塑造了该时期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历史进

程，给世界政治也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些重要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并不仅仅是指中美这两个超

大型国家从对抗到合作的发生、发展和转变自然会给世界和地区政治带来的那种广泛而自然的变化，如紧张

局势的发生和缓和、地区国际安全环境的动荡和稳定、经济和相互贸易的隔绝与增长、广泛丰富的文化交流被

阻绝或蓬勃发展，等等) 。尤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近四十年来世界历史进程中两个革命性的和最具持久影响

的伟大事件。其一是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和平落幕，人类从随时可能被核战争毁灭的恐怖

阴影中解脱出来; 其二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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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史领域真正展开学术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1977 年进大学后，我开始阅读有

关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印象里当时影响很大的有 3 本书: 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丁

铭南等先生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刘大年先生的《美国侵华史》。当然，几乎所有近代史图书都涉及中

美关系，例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影响也很大。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中美关

系史著述，最深的体会是他们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认识框架，提供了几乎一致的视角，即从美帝国主义与

中国政治、美国对华侵略政策影响甚至决定着中美关系和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等这样的视角，叙述两国

关系的历史。这种叙事有其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学术研究的长足进步，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非

常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得直率一点，是有严重缺陷的。以 1980 年代历史学界的研究为基础，这个领域出

现了大量的新的研究成果，包括系统的通史类著作和大量高质量的专题研究著作，在此不做全面介绍，

只是结合今天的讲座指出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即非常缺少对中国方面的政策、行为和其他相关因

素及其影响的历史叙述。如果仔细阅读已经出版的一些中美关系史论著( 特别是通史类) 的叙述框架，

说它们是美国对华政策史或者说是美国对华关系史，可能更确切一些。
前不久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历史相册《中美关系 200 年》，很值得看，美国前总统卡特还专门题辞。

著名的美国研究学者王缉思先生撰写了前言，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在中美关系史中“中国是决

定性因素”。他的意思是，“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在更多情况下美国是恒量，而中国是个变

量”。事实的确如此，翻开中国学界的叙述，中美关系史的演变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变动来定义的，例如，

近代中美关系史是以 1840 年到辛亥革命为一个阶段，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出现了大变动，而是中国出现

了从王朝变成共和国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之后所谓“民国时期中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

美关系”、“改革开放 30 年中美关系”等等，也都一样。而矛盾之处恰恰在于: 我们根据中国史界定中美

关系的发展阶段，但叙事的内容几乎都是以美国的政策和行为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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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角度看，出现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的档案开放———尤其是建国后档案开放不够;

其次则是改革开放之前，研究受到限制，主要目的是为特定时期的政治( 包括革命外交路线) 服务。我

认为现在有必要做系统和深刻的学术史反思，这对未来的研究发展至关重要，涉及根本性地调整分析框

架( 我自己也在不断修订之前的分析和判断) 。挖掘整理中国方面的历史文献，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这

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只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叙事。研究当代历史本来就是在冒险，因为有很多档案没有开

放，或因其他原因还无法阅读。我在前年看到的美国国务院编辑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已经出版

了卡特政府时期的很多文件。我国外交部档案解密到 1965 年，后来又暂停了一段时间( 何况外交部还

不是负责外交的唯一机构)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都从中受益。我们都

力图在研究中尽力而为，根据新发现的历史档案，调整叙事方式，建立新的叙事架构。
以上的背景介绍是帮助各位了解中美关系史研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接下来谈谈我们现在应该和

可以向哪些方面努力。

第一个问题是试图通过研究，把中美关系和冷战这两个同时发生、相互影响的重大事件结合起来，

寻找更具有解释力的视角和叙事方式。
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各种事态和国际关系等，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包括对双边关系、两国国内政治

的影响等等，非常紧密也更为直接。如果把中美关系历史横剖开，起码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

可以专门叙述，现在也有必要做层次划分得更细致的研究。
第一个层次是全球层次。这与我们研究的时间段有关，即从冷战背景分析中美关系对全球冷战进

程的影响，以及反之，全球冷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影响之大，稍微回顾便可确定，例如中国在冷战时

期形成的基本世界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正值冷战进入高峰期，长期进行国内斗争、主要精力在指

挥作战的那批中国领导人，必须立即开始应付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各种事务，而他们面对的外部世界的核

心特点就是冷战，这必然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历史地看，这种影响在开始阶段

就有一部分来自苏联的经验，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直接经验( 这在当时也很有限)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的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观念，包括向苏联“一边倒”、世界革命思想、“中间地带”理论、反苏国际统一战

线、“战略大三角”等等，都是他们对全球战略态势和政治格局变动的回应，转化到行为中，也确实对世

界政治产生了一些影响。现在谈论比较多或者比较熟悉的诸如各种“战略三角”，实际上是 1980 年代

留下的思维烙印，以为把很多复杂的关系都解构成“三角关系”比较好理解，其根源至少部分是冷战时

期与美国一起应对苏联扩张的影响。
第二个层次是双边关系。双边关系是一般老百姓都能感觉到的。例如最突出的台湾问题，它既不

具有全球性，也不具有地区性，但中国政府经常讲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双边关系简单

地划分有三类: 第一类是涉及中国国家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事务等。第二

类是经贸关系，例如 2015 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总贸易量达到约 5 600 亿美元。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访美时曾经告诉美国商界，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

元”①。这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的想象极限。现在，中国国内对美国批判比较多，比如“亡我之心不死”、
遏制中国等等，反过来想，这个国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顺差最多，达 3 000 多亿，所以，对中美关系

需要有更全面的认识。第三类比较敏感，即意识形态斗争，不具体讲了。
回顾中美关系历史，两国关系一直是扛着各种麻烦、困难向前迅速发展。面对世界上这个很独特的

外交现象，与其钻到一个矛盾里面，不如放开眼界去思考: 为什么有这么多矛盾，中美关系仍然能够基本

稳定且比较快地向前发展。落实到现实中，就是为什么同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例如:

美国是中国人留学的首选地，美国大片是外国进口大片里上座率最高的，还有音乐、时尚品牌，等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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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上变得越来越密切。这种矛盾的现实值得注意且不容易回答。
第三个层次就是中美在东亚或扩展些说在亚太地区层次的关系。从地区层次界定和研究中美关系

变得越来越突出，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东亚地区在冷战爆发后，持续爆发了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过

的大规模热战，冷战时期的一半时间有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第二，中国在东亚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中央国家，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吸引着中国的主要战略关切，这里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在塑造中国人

的战略思维方面更为直接，其影响也不会因为冷战这一历史时代的结束就淡化了，反之，随着中国向世

界中心快速移动，这一点变得越来越突出。第三，冷战时期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包括

前期的热战和后期开始在推动东亚从世界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诸多重要因素中，中国战略决策

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和深刻的。
回溯历史，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包括持续不断的地区战争，以及“一战”、“二战”，

后来在美国帮助下复兴并出现了欧盟。北美成为一个世界中心同美国世界地位的形成是分不开的，美

国在“二战”以后独步天下，一直到北美贸易圈的形成，伴随着美国在全球各地的介入和扩张。美国扩

张的目的不是攫取领土，而是塑造新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种试图覆盖全球的秩序，造成了

战争与冲突不断，其中包括了美国在东亚持续大规模的军事介入等等。
东亚地区向世界中心移动过程能否避免欧洲和美国的老路，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答案部分存在于冷

战历史之中，因为这里的崛起是从冷战后期开始的。中国发展速度快，加之幅员辽阔等先天禀赋，所以

总说“中国崛起”，但事实是亚太群雄并起。中国 1980 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已有“四小龙”、“五小

虎”等，这是一个整体性上升的势头。记得邓小平当时说过: 再不努力，以后可能追上的机会都没有了。
例如，日本在“二战”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1960 年代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

多( 中国借助苏联援助也获得迅速发展，但“文革”十年的停滞是致命的) ，1970 年代全面复兴，1980 年

代在亚洲的投资超过美国，以致 1990 年代美国盛行“日本威胁论”。再例如韩国，根据一些国际评价指

标，它已经可以被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像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人口都是过亿的，也

在发展，这是群雄并起的态势，各国虽有快慢之分，大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
我有次去葡萄牙开会，在接待晚宴上与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聊天。他跟我谈全球化时，认为世界历

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葡萄牙和中国。理由是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大航海开始，然后到中国改革

开放完成。回看东亚，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东亚全面复兴繁荣的极为关键性的事件，是这个地区能

整体进入世界体系并开始向世界中心快速移动的关键一步。当然，永远繁荣发展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但这个地区毕竟还存在一些不可预测的前景，比如现在的朝鲜核危机，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若将来

发生地区性冲突，同“朝战”“越战”会不一样，它的全球性变得更突出。所以，把中国和美国在东亚的关

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展开研究，其必要性变得越来越凸显。

第二个问题是东亚冷战的大背景，这有利于理解中美关系的特殊之处。
东亚冷战可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东亚地区在冷战四十多年里从来不是美苏竞争的中心，这里只是一个“次”战略中心，

或称“类”战略中心。因此，如何确定东亚在美苏全球竞争中的位置，是需要进一步界定的。如何确定

东亚在全球冷战中的地位，这需要对东亚很多事态做进一步的更扎实的研究，才能回答。相比之前，档

案已经多了很多，这对该研究领域年轻一代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掌握更多种语言，否则难以

站到研究前沿。
第二个特点如前述，东亚不是冷战的中心，但发生了密集的大规模、高烈度的局部战争。从地区战

争的视角，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中国的内战，美苏都有程度不同的介入，目前苏联介入的程度还有探

讨的余地。第二场战争是朝鲜战争，中国高峰期在朝鲜的地面部队达到一百多万，联合国军最高时也达

到 130 万。第三场战争是越南战争，越南方面在 1964 年正式确认这是一场局部战争，参与作战各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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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加在一起以百万为单位，其中美军最高峰时约 50 万，中国间接参战的支援部队总数是 32 万，1967
年最高峰时 17 万，另在老挝的支援部队前后十几年达到 12 万。

第三个特点是冷战四十多年间，除欧洲外，只有东亚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欧洲是在没有战争和在美国援助下实现的复兴。东亚则是在持续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结束后，出现快速

发展。去年，我在给一本译著《20 世纪国际关系史》写导论时，引用了书中的一个统计: 20 世纪同之前

一个世纪相比，经济总量超过了 5 000 倍，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使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在

21 世纪还有可能持续。比较东亚，倘若以“二战”后 50 年经济增长总量同这之前的 150 年相比，增长数

字也会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东亚可以被认为是奇迹多发地。

第三个问题，回到正题谈中美关系的历史叙述。
从全球层面、双边层面、地区层面来看，可能有很多事件是重叠的。叙事的角度、线索和脉络的

不同，可以揭示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以东亚地区历史作为主要背景，以两国关系在东亚地区的互动

作为视角和线索，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全世界介入各种事务的动力，来自

一种理想主义的对世界革命的关切，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关注。1949 年 6 月下旬，刘少奇秘密

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一次非正式会谈中讲，东亚革命需要中共多承担一些责任，结果中国领导人

一建国就承担了这个历史责任。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又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战”，他的

认识和经验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判。对历史大过程的宏观判断是

基于一种史观，斯大林认为: 世界革命是必然的趋势，而且有一个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 最初爆

发在欧洲中心，“一战”后转移到俄罗斯，结果出现了“十月革命”; “二战”后向东转移到中国。但后

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才真正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在全球现代

化过程中基本上结束。
我们需要研究，中美关系从对抗到正常化，其中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两国领导人的判断是什么? 他

们根据什么历史现象做出了战略判断? 以及他们的选择产生的历史性影响是什么? 首先如上述，东亚

是冷战中少有发生那么大变化的地区———从持续大战走向持续繁荣。这个地区的人口、国家规模都相

当惊人，持有核武器的国家也不少。中美两国的关系当然首先是影响两国的命运，不过也影响了并会继

续影响这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命运。其次，我从学术角度试图回答，中美曾经发生的持续对抗与战争是

否是必然的? 有人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就不可能有后来美国对中国的平等相待，这里的问题是中美

之间真的要经过一场战争才能走上和解之路吗?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

解导致了一种宿命的史观，认为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叙述历史只是为了说明事情为什么

必然如此，而不关注、不挖掘、不分析其中的偶然性及其意义。
当然，中美之间曾经发生的战争( 也包括其他一些对抗) 是否就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宿命? 真

正回答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努力，要研究中美关系史中大量的偶然性。从学术角度看它有价值，

从未来看则有利于更积极地预见和避免那些引发对抗和战争的偶然因素。

第四个问题，冷战四十余年间的中美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1 年对抗与冲突的年代，值得重视的是，双方在尖锐对抗

中，也逐步建立了一套被事实证明足以管理两国危机、使之不升级为战争的机制。对这套机制的形成和

特点的忽视或低估，是以往研究的一大缺憾。我认为，在打完朝鲜战争以后，在毛泽东心目中有条没直

接表述但非常重要的底线，这也是中国领导人重要的和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共识: 避免同美国再打局部战

争。毛泽东很懂“少久多败”的道理，所以在 1950 年代的台海危机、1960 年代援越抗美等，都有一条底

线，就是不同美国打仗。时任福建军区空军司令的聂凤智后来回忆，在 1958 年炮击金门期间，战机起飞

落地的朝向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就是为了避免战机进入国际空域导致同美军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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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危机管理机制是逐步形成的，它证明双方经过朝鲜战争后，都在尽力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由于

我们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冲突、对抗、支援世界革命等方面，对这套逐步形成的危机管理机制，特别是它形

成过程中的生动的历史事件等，研究得很不够; 对中国领导人特殊的战略思维方式和战略管理水平和特

点等，研究也不够，而这种研究是可以提供被称为理论层次的知识的。
我的初步判断是，中美对抗发展到战争是有偶然性的，是可以避免的。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

间，中美领导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并不是选择蓄意的敌对和不惜诉诸武力。他们

的选择是暂时搁置双方关系，但出现了一些并非两国自己选择的情势，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华东师

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国际学术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 即这场战争是金日成发动

的，这个结论几乎不可能被推翻。现在有很多研究认为，斯大林在战争发生前的一些做法，是有意要

让中国卷入。不过我更倾向认为斯大林是按盟约办事，即做出战争决定之前应该通知盟友中国。俄

罗斯人在欧洲长期打仗，有丰富的结盟经验，他们知道战争一旦爆发，中苏双方都可能被卷入，而毛

泽东未必透彻了解结盟的含义。
另一例证是 1949 年中共代表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密交涉。周恩来在 6 月下旬曾发电报，

说司徒雷登可以来燕京大学参加校庆，并由中方提供方便。6 月 28 号情况完全翻转，因为毛泽东这时

接到了刘少奇同斯大林会谈的报告，斯大林态度积极地支持中共的政策，毛泽东于是选择了立即中断同

美方的秘密接触。7 月 3 号，邓小平从北平回到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向苏联“一边倒”，现在

“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①。此后开始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搁置了与美国的关

系。在 1954 年 7 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当时定的就是搁置四五年，以便集中解决国内问

题，结果其间发生了朝鲜战争。美国当时也提出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方针，即搁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关系，结果也是等来了朝鲜战争爆发。
东亚存在很多“尾巴摇狗”( tail wagging the dog) 的情况，中小国家有自己的诉求，我们不能只站在

大国角度看问题，很多事情其实是由那些中小国家的本土诉求导致的。一些中小国领导人的英明之处，

就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大国矛盾，把大国拖入其中，不得不支持他们，为他们付出代价。这方面的历史

教训就是中美关系搁置不得，要积极和及时地应对出现的问题，并尽可能提早解决。经过朝鲜战争，中

美开始逐渐摸索。我们还需要认真研究的是，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有很务实的一面。朝鲜战

争之后，中美之间逐渐磨合出来的机制为两国关系稳定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保证，这是以往研究的不足之

处，我们有时需要转换观察和思考的视角。
有一位美国学者就 1955 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写过一篇论文《聋子的对话?》，主要观点是中美

大使级会谈并非像当时人们评论的那样，是聋子之间的对话，对两国处理危机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中

国学者贾庆国、章百家合写过一篇论文《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

级会谈》，这里“方向盘”是指把握两国关系的走向; “测试仪”是指互相测试对方的政策和态度; “缓冲

器”是指出危险时可以起刹车作用。我认为还有别的机制，美国后来越来越积极地要求就实质问题进

行有效、及时的交流，他们特别看重双边和多边的机制。
回溯那段历史，首先需要承认两国都把双方关系放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里，这是非常深刻的

教训。冷战意识形态很复杂，第一个特点就是把每一场斗争、每一个冲突等，都论证为关系到自己的

生死存亡。冷战是两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他们把世界每一个地区、每

一个国家的每一场斗争等，都赋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人类前途的两种命运的斗争的意

义，苏联和美国为此援助、鼓励对立各方去殊死搏斗。实际上，历史的基本进程没有因为哪个具体事

件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动世界发展到今天的那些因素，包括现代化、科学技术进步、大国权力斗

争、反殖民主义运动等等，谁也没能改变，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早已经被忘却，有的国家都已经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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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散了。第二个特点是受第一个特点的影响，倾向于无限夸大每一场冲突的地缘政治涵义，这在中

美关系中明显地存在着。
第二个阶段是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开始的中美和解，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对这个阶段的研究

是比较薄弱的。学界对美国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较细致，如陶文钊先生主编的《中美关系史》，还有一些

专门史，论述相对充分的是关于尼克松访华前后的历史。
冷战前期的中美冲突和对抗严重影响了两国的命运。美国从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的世界顶峰的地

位开始下滑，转折点是越南战争。例如有美国学者论述过，太平洋战争到朝鲜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的最

高点，朝鲜战争使美国地位的上升停止了; 越南战争后美国开始走下坡路，这个趋势再也没有改变过。
美国打“越战”的部分原因是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无法阻挡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包括中国支

持北越和在东南亚扩张。我没有系统研究过中国的世界地位变迁，不过毛泽东决定打开同美国的关系

时说过，“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①。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在内部谈到的外交

局面。
从 1949 年中美走上对抗之路，到 1972 年中美和解，决定两国关系历史的领袖人物的思路有很多巧

合。例如 1949 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则说，美国应“等待尘

埃落定”，结果双方关系被搁置了。1969 年中美领导人思考和解时，尼克松在关岛讲话中说，美国不能

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事情上承担每个责任，亚洲的盟友也要分担管理亚洲事务的责任，美国需要战略收

缩; 毛泽东则说“缓和一点好”，中国需要改善外交环境。1978 年 10 月下旬，卡特政府做出最后决定，优

先考虑中美建交，这时越南提出无条件与美国建交的建议，被卡特政府搁置; 邓小平在 11 月初决定，中

美建交谈判要加快，为了发展经济必须这样做。
以上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巧合，但不应被忽略，它反映的是两国关系中经常存在真实和巨大的机遇，

领袖人物的意愿和把握机遇的能力起着关键作用。12 月 4 日，中方向美方谈判代表递交谈判计划: 包

括邓小平本人将直接参加谈判，提交中美建交公报的草稿，提出谈判结束邓小平将访美，以及 16 日发表

建交公报。后来的建交谈判和邓小平访美等，都是按照中方的时间表进行的。因为这时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现代化战略挂钩了。中美建交对邓小平来说，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需

要，他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邓小平这时积极推动中美建交，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就

是“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这是他对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一个基

本判断。所以，他在建交谈判中要亲历亲为，而且一定要亲自访美。他当时就说访美后已完成了历史使

命，“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②。
事实证明，中美和解对中国现代化至关重要，对东亚的繁荣也同样至关重要。历史留下的经验是首

先要确定合理的目标; 其次是相信中国有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冷战最后十年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第一个十年，这个时期的确发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在里根上台

执政前后一段时间，但两国关系很快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这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外部环

境。进一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为东亚的繁荣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包括阻止了苏联在东亚的扩张，

把苏联势力基本排挤在地区之外。从后来的发展看，东亚地区从此整体性地进入当代世界体系。当世

界上另外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体系消失的时候，东亚已经稳定地站立于世界体系之中并一直持续到现

在，这是地区性的改变，如果没有中国的改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进程是不可能实现的。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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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is top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Influenced by the“science of human”，his consideration involves some
metaphysical themes such as justice and morality． Beccaria develops his own discourse by learning from Hutcheson when he
considers the themes of legislation，laws and punish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utility． He opposes the death penalty
and torture，arguing that one of the principles of legislation should be“the greatest possible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possibl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Beccaria gradually attaches the importance to justice
and humanism instead of happiness and utilit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ccaria and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n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Beccaria but reveal the richness of and the interaction in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s well．

keywords: Cesare Beccaria，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Scottish Enlightenment

Clausewitz and Military Enlightenment: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War
Metaphors ( by LIU Shu-cai)
Abstract: The military enlightenment occurred along with the Enlightenment has been overlooked for a long time． The

debate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anti-enlightenment in the military field at that time formed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starting point of Clausewitz's war discourse． Both sides of the debate used a structural metaphor to answer“What is war?”．
The affirmative side applied the metaphor of“clock”to stress that there were laws for war and material force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war． On the contrary，the opposition side used the metaphor of“drama”to highlight contingency and
spiritual power． For Clausewitz，the clock metaphor neglected the roles of ideas and uncertain factors in war，while the drama
metaphor underestimated the role of reason． Clausewitz argued that war is a complex trinity of reason，emotions and decisions
based on practice． Providing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Clausewitz's idea brings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war and the Enlightenment study．

keywords: military enlightenment，war metaphors，Clausewitz，practic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and China's Faith Order ( by ZHAO Cui-cui)
Abstract: Britain，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ssessed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practice

mechanism，so they embarked on different ways of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s and modern evolution． Not only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Britain，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esse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emphasize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pirit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By contrast，in Chinese social tradition and cultural
resources，“individuals” are always “private persons” restrained or squeezed by the general rules rather than the
individualized individuals，and consequently the private seriously depends upon the public． In light of religious sociological
theorie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hinese religious faith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in modern times and finds out th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nlightenment，the order form of“relations equal structures”in religions makes personal religious faiths in
Chinese society lack proper approaches to the public，which is a common social phenomenon in people's intercommunication．
In this sense，the Enlightenment is still unaccomplished in China．

keywords: enlightenment discourse，order form，privatization，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On the Sino-US Ｒ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 by NIU Jun)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the correlation and mutual impact between the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strategic
pattern in East Asia，together with numerous important events，forme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limate in East Asia at that
time，which impacted the domestic politics both in China and the U．S． as well as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caused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politics in the world．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continue to exert influence
today． For instance，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ino-US relations from opposition to cooperation will naturally result in
extensiv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regions and the whole world such as intensity or relief of regional tensions，
turmoil or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cease or increas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multi-lateral trade，
prevention or development of extensive cultural communication，etc． Most importantly，the transformation catalyzed two
revolutionary and influential events in the world history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first，the four-decade-long Cold War ended
in peace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fortunately，human beings were relieved from the terror of being destroyed
by nuclear war; second，the peaceful rising of China．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East Asia，the Cold War

The Genealogy Concept in Folklore Studies and Its Ｒesearch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Ｒeligious Faiths on the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 by TIAN Zhao-yuan)
Abstract: Folklore genealogy，which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aspects of group，space，time and structure，provide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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